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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发展历程谫论*

胡 永 杰

摘 要: 作为人民诗人，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感情之深厚是世所公认的，但他的感情有一个逐步发展、加深的历程。
这其中，天宝末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居住时期、夔州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他创作出了

《兵车行》、《北径》、“三吏”、“三别”等杰作; 第二阶段中，他创作出了《为农》、《春日江村五首》、《寒食》、《草堂》等

佳什; 第三阶段，他又创作出《峡中览物》、《最能行》、《负薪行》等名篇。三个阶段中，当以成都草堂时期为最高潮，

它奠定了杜甫与劳动人民感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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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的高潮，人们一般认为在

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主要体现在当时《兵车行》、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

别”等诗作的产生上。如朱东润先生所指出，杜甫

诗歌有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从《自京赴奉先县

咏怀五百字》起到《同谷七歌》为至，这时因为安史

之乱，他看到了人民的痛苦，极端同情人民，他的诗

也就成为人民的诗，现代人对于杜甫的推崇，主要是

推崇他这一阶段中的作品。①其实具体考察的话，杜

甫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形成、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这

个过程中，天宝后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居住时

期、夔州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阶段。而且，他和劳动

人民感情发展的高潮应该说是在成都时期，而非天

宝后期至乾元时期。

一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在长安、华州期间写

出了著名的《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

字》、《北征》、“三吏”、“三别”等诗作，描述了玄宗

大肆开边的政策和安史之乱所带给劳动人民的巨大

灾难、危害，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
后人赞扬杜甫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赞美杜诗“诗

史”精神的重要成就，所依据的首先就是这些作品。
这个时期确实是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情感发展的重要

阶段。因为，这时唐王朝的政治环境开始由前期的

比较清明转向了后期的日益黑暗、混乱，并最终导致

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劳动人民的生活也由较为安定、
富足转为了深受兵役、赋税、战乱的压迫危害，生活

困苦不堪的艰难状态。而这时也正是杜甫结束青年

时期浪漫、快意的漫游生活，开始在长安谋求仕进，

饱尝世事的炎凉，目睹政治的黑暗和普通人民的困

苦与不幸的时期。于是他的政治理想由青年时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豪壮转为了“致

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

毕”的沉郁、务实，开始有了对待劳动人民的关注和

同情。
不过从杜甫前期的经历看，他这时期尚没有和

普通劳动人民深入交往的机会，很难建立起亲密的

关系和深厚的感情。他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悲惨

遭际，主要是出于一个正直仁厚的儒学之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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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和悲悯情怀，而他对劳动人民的情感主要是同

情而尚难说是深情的热爱。
杜甫弃官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长安等都

市度过的，或周旋于王公名流之间，或和文士们交游

酬唱，或在左拾遗、华州司功等任上，真正接触普通

劳动人民的机会很少。当然这也不是绝对没有，之

间他毕竟曾把家小安置在奉先县、鄜州等地，京城与

家中往返之间是可能和当地百姓有所接触的。例如

他在鄜州时所作的《羌村三首》其三中写道: “父老

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

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涕纵

横。”②可见他们一家和羌村父老相当熟识而且感情

深厚。不过，杜甫把家安置在羌村等地的时间很短，

而且他自己并没有生活在这里，而是在长安奔波，回

家看望时间也不多。因此，总体来看他早期和普通

劳动人民的接触、交往是很有限的。
总之，入蜀之前，杜甫虽然关心、同情劳动人民，

和他们也有过一些交往，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接触、
交往很少，他走进普通人民中间，和他们长期、深入

地接触、交往尚有待后来入蜀居住浣花草堂时期及

夔州时期。

二

乾元二年( 759 ) 七月，杜甫辞官携全家来到秦

州，他曾在那里的东柯谷居住过，和阮隐居、其从侄

杜佐、僧人赞公交往密切，虽然他没有在诗歌中记载

他和当地百姓交往的情况，但当时的环境下他是有

机会和劳动人民接近的。东柯谷自古就有当地人民

纪念杜甫的杜公祠，后来人们还把那里的一些村庄、
学校、遗迹命名为子美村、子美树、子美泉、子美小学

等，并流传着一些关于杜甫在那里的美好传说③，这

说明杜甫和当地人民是有着较为深厚的情谊的。不

过他在秦州停留的时间很短，仅有大约 3 个月，并没

有定居下来，即便和当地劳动人民有所接触，也很难

深入。
入蜀后，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草堂定居下来，

而且前后居住达 3 年多的时间，由于这一段长期而

安定的乡居生活，他才真正有机会和劳动人民深入、
长期地交往、接触，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感

情。
浣花草堂一带不仅是成都郊外一个景色优美的

幽静之地，而且“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 《为

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水槛遣心二

首》其一) ，也是一个有农户居住的乡村。杜甫在这

里耳闻目睹的不仅仅是清溪环绕，竹木掩映，春花烂

漫，鸥燕相亲的幽美景色，还有许多淳朴美好的乡村

生活情景。“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 《春日江村

五首》其 一) ，“村 舂 雨 外 急，邻 火 夜 深 明”( 《村

野》) ，这是繁忙而充实的农村劳动图景;“桑麻深雨

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 《屏

迹三首》其二) 这是农闲时村中箫鼓相乐，泛舟垂钓

的乡村行乐图;“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

芰乱，指 挥 径 路 迷。得 鱼 已 割 鳞，采 藕 不 洗 泥。”
( 《泛溪》) 这是村中儿童带着淘气劲儿的溪中嬉戏

图景，连杜甫自身也受到了他们的捉弄。这一幕幕

乡村生活图景，无疑会陶冶、感染杜甫的情怀，加深

他对乡村人民和乡村纯洁朴实生活的热爱与亲近。
确实如此，在草堂生活的三四年时间里，杜甫和

邻翁田父往来十分密切，关系融洽，建立了很深厚的

感情。《寒食》诗云:“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

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这可谓他当时和邻里父

老、村中百姓交往情形和亲密关系的概括。杜甫这

些话没有太多夸张，他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

中就生动记载了一次被农家老翁邀去家里喝酒的经

过，正是“田父要皆去”一句最好的注脚。这位老翁

豪爽热情，朴实忠厚，也有农家人的粗鲁，不甚讲究

礼数，甚至还有些狡黠，有意讲一些杜甫爱听的话去

讨好他。但是杜甫却“未觉村野丑”，和他喝得热烈

而尽兴，可见他对普通劳动人民是多么热爱而宽容。
《遣意二首》其二云:”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杜

甫可以晚上差使年幼的孩子去邻家赊酒来喝; “黄

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江畔独步寻花

七绝句》) ，他可以无拘无束地在黄四娘等邻居家中

游览看花;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 呼 取 尽 余 杯”
( 《客至》) ，家里来客人，他还可以邀邻居过来一块

喝上几杯。如此种种，都生动而丰富地展示了杜甫

和邻里乡亲之间亲密无间、无拘无束的关系以及他

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和情谊。这时杜甫真正走进

了劳动人民中间，和他们成了平等的朋友。
而且，杜甫和邻里百姓的深厚情谊是相互的，老

杜热爱邻里们，对他们真诚、温厚，邻里们也喜爱杜

甫，处处关心他。《晚晴》诗云: “时闻有余论，未怪

老夫潜。”仇兆鳌注云:“言时闻蜀人之论，未尝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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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潜夫也。本传谓公在成都，与田夫野老相狎荡。
盖能亲厚于人而人共悦之，故有后二句。”④可见杜

甫隐居浣花溪，很得当地百姓的好评，人们并不觉得

他是一位让人敬而远之、不可接近的高逸隐士。正

因为他的随和可亲，对邻里乡亲热爱尊敬，他也赢得

了村中百姓的尊敬和热爱。平时有些什么时鲜、美
味的东西，大家也会惦记着老杜一家，送一些给他们

品尝:“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宠。”( 《野人

送朱樱》) “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 《春日江村

五首》其四) 这两首诗又恰可作为前文所引“邻家问

不违”一句的注脚。“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

里喜我归，沽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
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草堂》) 当因成都叛

乱，杜甫在梓州一带漂泊一年多重回成都草堂时，邻

里们都喜气洋洋，携酒慰问，那种场景我们今天读来

仍然为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所感动。
成都草堂中所作的这些诗，虽然不像前期所写

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
“三别”等作那样题材重大，境界壮阔，但是却更加

深情灌注，令人动容。因为这时作品中写的主要是

他与附近乡邻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平常而细琐的内

容，但也正是由于它们的日常化、细琐性才使这些诗

歌更加热情洋溢、真切鲜活，代表着杜甫与劳动人民

之间亲密无间、了无距离的关系。萧涤非先生评论

西南漂泊时期这类诗歌时说:“和前期不同的，是带

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⑤这种抒情

性的增加，原因也正在于杜甫和劳动人民之间感情

的丰富与浓烈。
总之，在成都草堂一带的乡野生活环境使杜甫

有了深入接触普通劳动人民的机会，那里乡邻父老

的善良、淳朴、热情感染了杜甫，使他们之间建立起

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深厚诚挚的情谊。正是在成都

草堂的定居生活，杜甫才真正走进普通劳动人民的

生活和情感世界，对他们有了深入的了解，有了进一

步的热爱。甚至可以说，是草堂的生活经历，使杜甫

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真正的人民诗人。

三

杜甫在夔州( 今重庆奉节县) 居住是继成都草

堂之后，又一次有机会和普通劳动人民深入接触的

时期。他从大历元年的春末夏初从云安移居夔州，

至大历三年正月出峡东下，在这里共居住了一年零

九个月，时间虽不算久，但他曾在瀼西、东屯定居过，

包括最初在西阁的居住，这些都主要是乡居生活，和

普通劳动人民接触的机会挺多。
夔州时期杜甫并没有像成都草堂时那样和当地

人民建立起融洽密切的关系，因为夔州的风俗人情

颇有些让他感到不满或不适的地方，使他体验到了

劳动人民中落后、狭隘的一面，不过从另一个角度

看，这种经历则是对他对待劳动人民感情的一个磨

砺和考验。杜甫显然经受住了这个磨砺和考验，在

不太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他依旧保持着对劳动人民

的关心、关注与热爱，这使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有了

理智老成和执着沉厚的力量与境界。同时，夔州时

期，杜甫接触到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的底层劳动人

民，培养出了对他们的尊敬、赞赏之情，拓展了他对

劳动人民感情的广度。
杜甫在夔州曾反复表达过对当地一些民风人情

的不满和不适之感。他认为那里“形胜有余风土

恶”( 《峡中览物》) ，抱怨“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

风疏北客”( 《最能行》) ，“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

居”( 《戏作俳谐体二首》其一) 。他在《最能行》和

《负薪行》两诗中对当地“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

户女出入”、重利轻学等落后的风习进行了批判;

《雷》、《火》两诗对夔州一带大旱时焚山、击鼓，以惊

蛟龙的迷信陋俗也做了严肃的批评。从这些抱怨和

批评中可以看到他在夔州和当地人民相处得并不十

分和谐顺心，对当地的不少陋习是颇感不满的。劳

动人民有纯朴宽厚的优良品质，也有落后狭隘的一

面，这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杜甫以前也不至于完

全不明白这一点。但是在中原和长安时期，他和劳

动人民接触得少，有一定距离，这方面的了解会比较

模糊。成都时期他和浣花草堂一带的乡邻关系处得

融洽，加之他又是当地长官裴冕、严武、高适等的客

人，当地人民对他难免会多一些格外的尊重，所以他

对劳动人民落后一面的体验也不会十分深刻。夔州

时期，他虽然也是都督柏茂琳的客人，但柏茂琳对于

他的尊重完全不能和严武相比，杜甫作为一个衰老

多病的孤老头儿，人们对他自然不会有太多格外的

尊敬。加之夔州风俗人情确实有迥异于北方地区之

处，也增加了他和当地人民的隔阂，所以在夔州的生

活使他较为充分地认识到了劳动人民落后的一面。
但是，面对劳动人民的落后、狭隘之处，杜甫的

认识是清醒而理智的。对于夔州男子重商轻学，女

251

中州学刊 2013 年第 9 期



子常年操劳、老丑难嫁以及“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

南风疏北客”的风俗人情，他提出了“若道土无英俊

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最能行》) 和“若道巫山女

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负薪行》) 追问，并没因为

一时一地的负面因素而影响他对劳动人民的高度评

价和全面认识。同时，在和当地人民相处得并不太

和谐的状况中，他也依旧保持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

与关心。《白帝》云:“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

处村。”他对夔州人民饱受战乱摧残的境状表示了

高度的同情和伤怀。《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诗云:

“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暂往白帝复还东屯》
云:“拾穗许村童。”《又呈吴郎》诗中对西邻居住的

一位老妇人更是照顾体贴入微。他对待当地人民的

态度与情谊于此可见一斑。《甘林》诗中则描绘了

他和邻里一位老农漫步田间，相与交谈的情形:

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
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
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
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
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

这段描绘中，杜甫对劳动人民悲惨境况的同情和忧

伤以及和他们患难相依的深挚感情都跃然眼前。而

《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诗云:

“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

嗔。”这里劳动人民已经不仅仅是他同情、关心的对

象，在遭受州府官吏的白眼和嫌弃时，恬静的茅屋，

宽厚、善良、纯粹的邻里乡亲反而成为了他获得心灵

慰藉、精神依托的源泉。
这些诗歌中的描写充分表明杜甫在夔州时期对

劳动人民的热爱依旧是诚挚而深广的，诚然，这种热

爱并不如成都草堂时期那么热情洋溢，但在遭遇

“误竞南风疏北客”的冷落和目睹当地落后风俗的

情况下，杜甫能坚定地保持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这是

难能可贵的，也标志着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上升到

了更为理性老成和深沉执着的高度。
夔州时期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感情的另一个重要

发展是他接触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民，和他们之

间产生了情谊，拓展了他对劳动人民情感的内涵。
儒家思想中向来严华夷之辨，杜甫作为一个比

较纯粹的儒士，自然也有这样的思想。而且他生长

于两京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汉民族和

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要么是中外使节庄严的往来

朝谒，要么是唐王朝和吐蕃、回纥、南诏等少数民族

政权之间的互相征伐侵扰。因此，杜甫思想中对于

少数民族人民是有着距离感甚至是敌视感的。如早

年在长安写的《留花门》诗中就对回纥民族颇感担

忧:“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

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在秦州时，因

地近边境，杜甫目睹少数民族的骄纵之行，对之戒备

之心更浓: “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 《日暮》)

“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 《寓目》) 对羌族人民

颇怀忧虑戒备之情。在成都、梓州等地时，正是吐蕃

与蜀中边境战事警急，松、维、保三州最终沦陷于吐

蕃的危急时期，这时杜甫对于吐蕃、南诏等周边少数

民族的忧虑之情更是达到浓烈的高潮。但在夔州，

杜甫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有了和平相处的机会。他

家中雇佣的几个僮仆中，有的就是当地獠人。在日

常的交往接触中，杜甫认识到了他们淳朴、无私、真
诚的高尚品质，并由衷地表达了对他们的赞扬、尊重

和热爱之情。如《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等

诗中所描画的阿段、信行都是如此，他们吃苦耐劳，

朴实忠厚，且性情纯洁清净，赢得了诗人真心的尊

敬。可以说通过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接触，杜甫

认识到了他们的高尚品质，他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看

法有了重要的改变，从而使他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内

涵和广度有了重要的拓展。
杜甫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湖湘一带度过，由于

一直漂泊不定，他难以有机会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

触，对他们的感情发展变化不大。天宝后期至乾元

时期、成都草堂时期和夔州时期是杜甫对劳动人民

感情发展最主要的三个阶段。天宝后期至乾元年

间，他开始形成关注、同情劳动人民困苦生活和不幸

遭际的情怀，这种情怀一直保持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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